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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晚明时期，文士圈中阅读、评述、刊行苏轼诗文者层出。这一流行趋势，与此际宋 

代诗文受到重新审视的文学境域有关，显示了和晚明士人趋于相对开放、活跃的知识接受及精 

神诉求相应合的阅读视界的某种扩展。借由人们的广泛阅读与多重诠释，苏轼诗文的文学审美 

价值得以重新型塑。从具体的接受态势来看，一方面，晚明士人推重苏氏之作流溢出的诸如宏博、 

奇诡及率意而出的风调；另一方面，又偏尚显现其中的超旷与闲适的意致。这种多重的接受取向， 

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晚明士人文化性格及其表现在价值取向上的激进与退守相交织的复杂性。 

关键词 苏轼诗文 晚明 精神归向 文学旨趣 

在晚明文坛，文士圈中阅读、评述、刊行苏轼诗文者层出。后七子领袖人物王世贞曾于万历年间编 

辑 《苏长公外纪》，他在该书序文中表示，“今天下以四姓目文章大家，独苏公之作最为便爽，而其所撰 

论策之类，于时为最近，故操觚之士鲜不习苏公文者”①。此番褒扬苏轼文章之言，不啻为编者本人推尚 

苏氏的表白，如其自言 “意似好其人与其事，聊为纂集”②，则又道出了当时文人学士嗜好苏氏之作以至 

“鲜不习苏公文者”的情状。焦兹在 《刻苏长公外集序》中指述 “顷学者崇尚苏学，梓行浸多”，并且因 

为时人热衷于编刊苏轼诗文，甚至 “或乱以他人之作”，由是不免 “纪次无伦，真赝相杂”⑧。陈梦槐 

《东坡集选》卷首所录 《集选长公文诸家姓氏》中，除王世贞之外，尚有李贽、钱士鳌、陶望龄、袁宏 

道、王纳谏等晚明之士；又据万历至崇祯年间所刊苏轼诗文诸选本，以及相关序跋文所载，他如当时的 

徐长孺、凌漾初、钟惺、谭元春、焦 、崔邦亮、郑圭、凌启康、闵尔容、吴京、朱之蕃、陈仁锡、陈 

绍英诸士，也曾参与苏氏诗文的选辑④，各类苏轼诗文选评本大量涌现⑤，这多少反映了苏轼诗文在晚 

① 王世贞 《弁州山人续稿》卷四二 《苏长公外纪序》，明刻本，第13a页。 

② 《弁州山人续稿》卷一八二 《徐孟孺》，第21a页。 

③ 焦 《焦氏澹园续集》卷一 《刻苏长公外集序》，《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 1364册，第 

539页。 

④ 陈万益 《晚明小品与明季文人生活》(台湾大安出版社 1988年版)曾述及包括晚明之士的明代苏文诸选家。 

⑤ 仅据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 《现存宋人别集版本目录》(巴蜀书社1990年版，第85—96页)载录，万历 

至崇祯年间刊行的各类苏轼诗文选评本主要有：谭元春选 《东坡诗选》十四卷，陈仁锡评 《东坡先生诗集》三十二卷， 

茅坤等评 《苏文》六卷，归有光编、倪元璐评 《宋大家苏文忠公文选》九卷，李贽选 《坡仙集》十六卷，钟惺选评 

《东坡文选》二十卷，陈仁锡选评 《苏文奇赏》五十卷，陈绍英辑 《苏长公文燧》，詹兆圣选评 《苏长公密语》十六 

卷，王纳谏选评 《苏长公小品》四卷，郑圭辑 《苏长公合作》，王世贞辑 《苏长公外纪》五卷，茅坤、钟惺评 《苏文 

忠公策论选》十二卷，《东坡尺牍》五卷，《苏长公二妙集》二十二卷，《苏长公表启》五卷，冯梦桢批点、凌漾初辑 

《东坡禅喜集》十四卷，王如锡编 《东坡养生集》十二卷，朱之蕃辑 《新刻苏长公诗文选胜》六卷，陈于廷编 《苏长 

公文腴》三十卷，《诗腴》八卷，袁宏道、钟惺辑 《东坡诗文选》，《宋苏文忠公居儋录》五卷，《宋苏文忠公海外集》 

四卷，《寓惠录》四卷，王同轨编 《苏公寓黄录》二卷，阎士选评释 《苏文忠公胶西集》四卷，崔邦亮选 《苏文忠公 

集选》三十卷，钱士鳌选 《苏长公集选》二十二卷，陈梦槐选 《东坡集选》五十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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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文坛的流行情势。本文所要探讨的主要问题是：在晚明文士圈中呈现的这一 “崇尚苏学”的趋势，究 

竟是在何种文学境域下展开的，苏轼诗文和晚明士人的精神归向及文学旨趣之间，究竟构成怎样的一种 

关联?冀望对于深入认识晚明文坛的发展势态及精神内涵有所裨助。 

一 “崇尚苏学"与宋代诗文的再审视 

纵观有明一代不同时期诗文的宗尚统绪，特别是自弘治和嘉靖年间以来，随着以前后七子为代表 

的诗文复古流派的相继崛兴和扩张，诗主汉魏、盛唐，文主先秦、两汉的诗文宗尚系统得以确立。与 

之相对，尤其是基于反宋学的立场，宋代诗文则成为复古派成员及其追从者重点排击的目标，这已是 

明代文学史上众所周知的事实。时至晚明，伴随文学复古思潮的逐渐回落以及变革呼声的增强，由复 

古派及其追从者确立起来的诗文宗尚系统，乃更多受到质疑以至被突破。曾经为他们极力鄙薄的宋代 

诗文，则在此际相对开阔的文学境域中得到重新审视。 

应该说，晚明文士对于宋代诗文的认知，尽管从总体上来看超离了此前确立于文坛的较为单一 

和偏狭的宗尚界域，而多出自相对开放、活跃的知识接受及精神诉求，然鉴于各自不同的阅读经验 

和审美趣尚，这种认知在诸文士那里又并非完全表现为不二的共识，而事实上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差 

异性。以公安派代表人物袁氏兄弟为例，如袁中道曾撰 《宋元诗序》，述及作者关于宋诗乃至元诗 

的基本态度，提出：“文章关乎气运，如此等语，非谓才不如，学不如，直为气运所限，不能强同。 

故夫汉、魏之不 《三百篇》也，唐之不汉、魏也，与宋、元之不唐也，岂人力也哉!然执此遂谓 

宋、元无诗焉，则过矣。”这无非是说，宋、元诗歌之所以不同于唐诗，主要受制于 “气运”而非 

作者才学，故不可谓宋、元无诗。并且以为，宋、元诗歌 “取裁胯臆，受法性灵 ，意动而鸣，意止 

而寂。即不得与唐争盛，而其精采不可磨灭之处 ，自当与唐并存于天地之间”①。凡此，又无疑在声 

张宋、元诗歌独特之风格，以及为其与唐诗相 “并存”的合理性作辩护。在另一方面，袁中道并未因 

此忽略唐诗尤其是盛唐之作的典范意义，其 《蔡不瑕诗序》指出：“诗以三唐为的，舍唐人而别学诗， 

皆外道也。”②在 《寄曹大参尊生》书札中他又表示：“盖天下事，未有不贵蕴藉者，词意一时俱尽， 

虽工不贵也。近日始细读盛唐人诗，稍悟古人盐味胶青之妙。”③ 以故其教人习诗，曾主张：“但愿熟 

看六朝、初盛中唐诗，要令云烟花鸟，灿烂牙颊，乃为妙耳。”④ 即使是那篇多为宋、元诗之价值地位 

进行申辩的 《宋元诗序》，其文开端也提出，“诗莫盛于唐，一出唐人之手，则览之有色，扣之有声， 

而嗅之若有香，相去千余年之久，常如发硎之刃，新披之萼”，相比之下，宋、元诗歌则 “不能无 

让”⑤。总之，在认肯宋诗乃至元诗特点及将其与唐诗比较的问题上，袁中道基本采取的是一种较为理 

性、平允的态度。 

相较起来，袁宏道对于宋代诗文的评述，则明显表现出为矫革时俗而针锋相对的偏激之态，用他 

的话来说即所谓 “多异时轨”⑥。如他于万历二十六年 (1598)在答陶望龄的书札中谈及自己 “遍阅 

宋人诗文”的心得，以为 “宋人诗，长于格而短于韵，而其为文，密于持论而疏于用裁。然其中实有 

超秦、汉而绝盛唐者”， “夫诗文之道，至晚唐而益小，欧、苏矫之，不得不为巨涛大海。至其不为 

① 袁中道著、钱伯城点校 《珂雪斋集》卷一一 《宋元诗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中册，第497—498页。 

② 《珂雪斋集》卷一o 《蔡不瑕诗序》，上册，第458页。 

③ 《珂雪斋集》卷二四 《寄曹大参尊生》，下册，第 1029页。 

④ 《珂雪斋集》卷二四 《答秦中罗解元》，下册，第 1053页。 

⑤ 《珂雪斋集》卷一一 《宋元诗序》，中册，第497页。 

⑥ 袁宏道著、钱伯城笺校 《袁宏道集笺校》卷一八 《叙梅子马王程稿》，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年版，中册，第 

699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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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唐人，盖有能之而不为者，未可以妾妇之恒态责丈夫也”①。在为江盈科 《雪涛阁集》所作序文 

中，论及诗歌之法的变化问题，他又指出：“有宋欧、苏辈出，大变晚习，于物无所不收，于法无所不 

有，于情无所不畅，于境无所不取，滔滔莽莽，有若江河。今之人徒见宋之不唐法，而不知宋因唐而 

有法者也。”这里，作者无论是申明宋代诗文乃有 “超秦、汉而绝盛唐者”，抑或强调宋诗 “因唐而有 

法”，其基本立场，还在于反逆倡为 “复古之说”的 “近代文人”②，刻意颠覆其说的意图显而易见， 

犹如袁宏道在致张献翼的一通书札中所云：“世人喜唐，仆则日唐无诗；世人喜秦、汉，仆则日秦、汉 

无文；世人卑宋黜元，仆则日诗文在宋、元诸大家。”③ 然如此眷顾宋代诗文，并不意味着袁宏道已专 

注于此，视之为宗尚目标之极致。在他看来，要写出 “新奇”之作，关键还不在于以何者为法的问 

题，而在于如何突破前人固有的 “格式”，如日：“文章新奇，无定格式，只要发人所不能发，句法字 

法调法，一一从自己胸中流出，此真新奇也。”④换言之，其无非落实在了他所主张的 “信心而出，信 

口而谈”⑧的抒写原则。是以此处袁宏道对宋代诗文的标誉，与其说是为了重新确立可以循依的取法对 

象，还不如说是针对以复古派为代表的 “近代文人”反其道而行之，意在破除为他们所建置的诗文复 

古的宗尚系统，或可以说，其 “破”的企图大于其 “立”的用意。 

应该看到，对宋代诗文尤其是宋诗的重新审视，也不同程度地从复古派后期的一些成员及其追 

从者那里反映出来。如王世贞在其晚年撰成的 《读书后》 中评欧阳修文：“欧阳之文雅浑不及韩 ， 

奇峻不及柳 ，而雅靓亦 自胜之。记序之辞纡徐曲折，碑志之辞整暇流动，而间于过折处或少力，结 

束处或无归着，然如此十不一二也。”⑥此言欧阳之文较之韩、柳或有不及，然也有胜出之处，其 

记序碑志之辞特色尤为明显。而王世贞此前所撰 《艺苑卮言》评述欧、苏之文，则以为 “其流也 

使人畏难而好易”⑦，鄙薄之意居多，前后态度相比略有变化。至于他晚年为友人慎蒙所作而人所 

熟知的 《宋诗选序》，涉及对宋诗的评说，尽管根本上未改变其早年确立的抑宋 “惜格”的原则立 

场，认定何景明 “宋人似苍老而实疏卤，元人似秀峻而实浅俗”的评语 “的然”，为 “二季之定 

裁”，然同时以为于宋诗 “代不能废人，人不能废篇，篇不能废句”⑧，其抑宋的姿态不能不说有所 

缓和。 

又如与后七子阵营关系密切并被纳入其羽翼群体之一 “后五子”之列的汪道昆，万历十四年 

(1586)序冯惟讷 《诗纪》云：“愿及崦嵫末光，操 《诗纪》以从事，择其可为典要者，表而出之。孰 

近于风，则日绪风；孰近于雅，则日绪雅；孰近于颂，则日绪颂。如其无当六义而美爱可传者，亦所 

不废，则日绪余。降及晚近二代，不可谓虚无人。”⑨对于诗之 “典要”择选，主张以风、雅、颂三体 

作为铨衡准则，同时不废 “美爱可传者”，包括 “晚近二代”的宋、元诗歌也应在选取之列。如此， 

较之前后七子大多排斥宋、元两代之作的诗歌取法路数，已大为融通。胡应麟 《与顾叔时论宋元二代 

诗十六通》书札之八，忆及汪道昆当初嘱其选 “古今诗”，所言亦可印证之：“汪司马伯玉尝属仆选古 

今诗，以 《三百》为祖，分风、雅、颂三体隶之。凡题咏感触诸诗属之风，如太白 《梦游》等作是 

也；纪述伦常诸诗属之雅，如少陵 《北征》等作是也；赞扬功德诸诗属之颂，如退之 《元和》等作是 

① 《袁宏道集笺校》卷二一 《答陶石篑》，中册，第743页。 

② 《袁宏道集笺校》卷--Jk《雪涛阁集序》，中册，第710页。 

③⑤ 《袁宏道集笺校》卷一一 《张幼于》，上册，第501页。 

④ 《袁宏道集笺校》卷二二 《答李元善》，中册，第786页。 

⑥ 王世贞 《读书后》卷三 《书欧阳文后》，《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 1986年版， 

第 1285册 ，第 45页。 

⑦ 王世贞 《弁州山人四部稿》卷一四七 《艺苑卮言四》，明万历刻本，第21b页。 

⑧ 《弁州山人续稿》卷四一 《宋诗选序》，第20b—21a页。 

⑨ 汪道昆 《太函集》卷二四 《诗纪序》，明万历刻本，第 15b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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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意亦甚新。仆时以肺病不获就绪。今司马公已不复作，言之慨然，以其旨不废宋、元。”①据上， 

汪道昆嘱咐胡应麟选诗的原则，与他在 《诗纪序》中主张择取诗之 “典要”的方法相合，也就是，因 

为重以 《诗三百》风、雅、颂三体为衡量标准，自然淡化了从时代的角度分辨诗歌审美价值之差异的 

做法，意味着即使为复古派诸子所鄙薄的宋诗乃至元诗，凡合乎风、雅、颂之旨者，自应列入诗选以 

供祖法 ，也因此胡应麟以为汪氏所嘱，“其旨不废宋、元”。 

在这方面，同样值得注意的还有李维桢，其生平和王世贞、汪道昆等人多有交往。万历十一年 

(1583)王世贞作 《末五子篇》，将他列入其中；万历十年 (1582)前后，汪道昆在徽州创建白榆社， 

后曾招之人社。特别从李维桢的诗学主张来看，其宗唐意识还十分明显，这或许正是他和王世贞等复 

古派人士相合调的重要原因之一。如其 《青莲馆诗序》云：“诗于唐最盛，而声调气韵类不相远。”② 

即视有唐一代为诗歌鼎盛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其 《唐诗纪序》也云：“汉、魏、六朝递变其体而为 

唐，而唐体迄于今自如。后唐而诗衰莫如宋，有出入中晚之下；后唐而诗盛莫如明，无加于初盛之上。 

譬之水，三百篇昆仑也，汉、魏、六朝龙门积石也，唐则溟渤、尾闾矣，将安所取益乎?”③这又是从 

诗歌发展递变的历史层面，明确以唐诗为标格，不仅指示其在诗歌史上犹如 “溟渤”、 “尾闾”之盛 

势，而且涉及唐、宋诗歌盛衰比较的问题 ，尤其所谓 “后唐而诗衰莫如宋”的评判，显在唐人与宋人 

诗歌之间，划出了审美价值优劣相异的界线。然即便如此，李维桢在看待唐、宋诗歌审美价值之时代 

差异问题上并未趋向极端化，这一点，特别从他 《宋元诗序》一文中可以明显看出。应该说，该篇序 

文论及宋、元诗歌，并未完全脱却作者以为继唐诗之后宋诗乃至元诗走向衰落的总体判断，如日：“诗 

自三百篇至于唐而体无不备矣，宋、元人不能别为体，而所用体又止唐人，则其逊于唐也故宜。”又 

谓：“就诗而论，闻之诗家云，宋人调多舛 ，颇能纵横，元人调差醇，觉伤局促；宋似苍老而实粗卤， 

元似秀峻而实浅俗；宋好创造而失之深，元善模拟而失之庸；宋专用意而废调，元专务华而离实。宋、 

元人何尝不学唐?或合之 ，或倍之。”不过，他同时又认为于宋、元诗不可偏废，自言 “比长而为诗， 

亦沿习尚，不以宋、元诗寓目，久之悟其非也”。在李维桢看来，“以宋、元人道宋、元事，即不敢望 

雅、颂，于十五国风者宁无一二合耶?”也就是说，“宋诗有宋风焉，元诗有元风焉，采风陈诗，而政 

事学术、好尚习俗、升降污隆具在目前。故行宋、元诗者，亦孔子录十五国风之指也”④。这无异于在 

分辨唐、宋诗歌审美价值之时代差异的同时，指述宋诗乃至元诗的价值涵义。 

晚明以来凸显的对于宋代诗文的再审视倾向，它所展示的，不啻是在有宋一代诗文评断上出现的 

变化之势，从一定意义上看，也是当时文士圈在知识接受和精神诉求上要求突破原有畛域的价值观念 

的某种异动。可以说，晚明文坛 “崇尚苏学”现象的发生，与此际反思、质疑甚至颠覆尤其自有明中 

叶以来为复古派成员及其追从者所主张的有关宋代诗文价值评判之动向，实相呼应，同时也透出崇尚 

者所执持的特定的价值取向。关于后者，我们在下文中还将展开讨论。正是在宋代诗文重新得到审视 

这种特殊的文学背景下，作为有宋文学大家的苏轼，成了文坛聚焦的重点目标，在人们广泛阅读与多 

重诠释中，其诗文的价值得到重新型塑，它们在古典诗文系统中不同凡常的典范意义也得到了空前的 

突出。焦 在撰于万历二十八年 (1600)的 《刻坡仙集抄引》中云： 

古今之文，至东坡先生无余能矣。引物连类，千转万变，而不可方物，即不可摹之状与甚难 

显之情，无不随形立肖，跃然现前者，此千古一快也。⑤ 

① 胡应膦 《少室山房集》卷一一八 《与顾叔时论宋元二代诗十六通》，《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290册，第 

869页。 

② 李维桢 《大泌山房集》卷二四 《青莲馆诗序》，明万历刻本，第 14a页。 

③ 《大泌山房集》卷九 《唐诗经序》，第20b页。 

④ 《大泌山房集》卷九 《宋元诗序》，第29a—3Ob页。 

⑤ 苏轼 《坡仙集》卷首焦兹 《刻坡仙集抄引》，明万历刻本，第 la一1b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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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 《答茅孝若》书札中也曾表示，“仆观唐、宋之文，莫盛于九家，绝非近代词人比也。韩、欧、 

曾之于法至矣，而中未有独见，是非议论未免依傍前人。子厚习之，介甫、子由乃有窥焉，于言又有 

所郁渤而未畅。独长公洞览流略，于濠上、竺乾之趣贯穿驰骋，而得其精微，所谓了于心与了于口与 

手者，善乎其能自道也”， “至子由直谓有文章以来无如子瞻者，真千古之笃论，但未易为俗人言 

耳”①。这意味着在作者眼里，苏轼之文不仅盖过唐、宋诸家文章，而且成为古今文章之冠。如此标 

置，自然将苏文推向极致，若非出于作者极度的推崇心理，决不至于此。然在晚明文士中间，有近似 

焦 这种看法的绝非偶见，如 “生平慕说苏子瞻”② 的黄汝亨，其在 《苏长公文选集注序》中云： 

“六经之文不可与才子文人论，而虚动之宗，冒道尽神，惟 《易》为至。千载而下传其妙者，蒙庄、 

子瞻两人而已。子瞻之文，风行波属，秦汉以来作者第一。”③又陈继儒 《苏长公小品叙》云：“古今 

文章大家以百数，语及长公，自学士大夫以至贩夫灶妇，天子太后以及重译百蛮之长，谁不知有东坡? 

其人已往，而其神日新，其行 日益远，则古今一人而已。”④ 所谓 “秦汉以来作者第一”、“古今一人” 

云云，于苏文的评价同样不可谓不高。 

值得指出的是，苏轼诗与文相比较，其文如其自言犹若 “万斛泉源”、“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 

可不止”⑤，历来多为人所称道，至于诗则或受人訾议。早者如宋人张戒，他作出的自汉、魏以来 “诗 

妙于子建，成于李、杜，而坏于苏、黄”的断言，显然将苏、黄视为诗风转劣的始作俑者，其理由是 

“子瞻以议论作诗，鲁直又专以补缀奇字”，“苏、黄用事押韵之工，至矣尽矣，然究其实，乃诗人中 
一 害，使后生只知用事押韵之为诗，而不知咏物之为工，言志之为本也，风雅自此扫地矣”⑥。继后的 

严羽重以 “盛唐诸人”相标格，不满 “近代诸公” “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尤对 

苏、黄诗风多有指责，认为 “至东坡、山谷始自出己意以为诗，唐人之风变矣”，直斥苏轼诗风所导 

致的 “殆以骂詈为诗”⑦ 的影响效应。在复古之士那里，基于反宋诗的诗学取向，其对包括苏轼在内 

的宋代诗人多加贬抑。王世贞 《艺苑卮言》云：“诗格变自苏、黄，固也。黄意不满苏，直欲凌其上， 

然故不如苏也。何者?愈巧愈拙，愈新愈陈，愈近愈远。”其于苏、黄诗风的定位，基本延续了张戒、 

严羽等人的论调，比较苏、黄，其虽以为黄不及苏，但并不表示对苏诗的明确认可，如他又以为：“严 

又云诗不必太切，予初疑此言，及读子瞻诗，如 ‘诗人老去’、 ‘孟嘉醉酒 ’各二联，方知严语之 

当。”⑧严羽 《沧浪诗话 ·诗法》论及诗 “不必太著题，不必多使事”⑨，上处谓严氏言诗 “不必太 

切”即指此，谓苏诗 “太切”，当就其好 “议论”、“用事”这一点来说的。王世贞 《苏长公外纪序》 

评苏轼诗文的一席话更耐人寻味，如果说其中 “今天下以四姓目文章大家，独苏公之作最为便爽”的 

评语，表明他对苏文情有独钟，那么 “即其诗最号为雅变杂揉者，虽不能为吾式，而亦足为吾用”⑩ 

的说法，则于苏诗显有微词，无异乎暗示苏氏其诗不如其文。晚明时期随着宋诗更多进入文士的阅读 

视野，唤起他们的接受兴趣，对于苏诗的认知也出现明显的转向，邹迪光 《王懋中先生诗集序》日： 

今上万历之初年，世人谭诗必日李、何，又 日王、李，必李、何、王、李而后为诗，不李、 

① 《焦氏澹园续集》卷五 《答茅孝若》，《续修四库全书》第 1364册，第610页。 

② 黄汝亨 《寓林集》卷首熊明遇 《寓林集序》，《续修四库全书》第 1368册，第591页。 

③ 《寓林集》卷二 《苏长公文选集注序》，《续修四库全书》第 1368册，第632页。 

④ 陈继儒 《陈眉公先生全集》卷二 《苏长公小品叙》，明崇祯刻本，第22a页。 

⑤ 苏轼著、孔凡礼点校 《苏轼文集》卷六六 《自评文》，中华书局 1986年版，第5册，第2069页。 

⑥ 张戒 《岁寒堂诗话》卷上，载丁福保 《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 1986年版，上册，第452、455页。 

⑦ 郭绍虞 《沧浪诗话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26页。 

⑧ 《弁州山人四部稿》卷一四七 《艺苑卮言四》，第18b、22b页。 

⑨ 《沧浪诗话校释》，第 114页。 

⑩ 《弁州山人续稿》卷四二 《苏长公外纪序》，第14a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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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王、李非诗也。又谓此四家者，其源出于青莲、少陵氏，则又日李、杜，必李、杜而后为诗， 

不李、杜非诗也。自李、杜而上⋯⋯无暇数十百家，悉置不问，而仅津津于少陵、青莲、献吉、 

仲默、元美、于鳞六人，此何说也?青莲、少陵笼挫百氏，包络众汇，以两家尽诗则可。李、何、 

王、李有专至而无全造，以四家尽诗可乎?三十年中，人持此说，警然横议，如梦未醒。近稍稍 

觉悟矣，而又有为英雄欺人者，跳汉、唐而之宋日苏子瞻，必子瞻而后为诗，不子瞻非诗也。夫 

长公言语妙天下，其为文章吾不敢轻訾，至于诗，全是宋人窠臼，而欲以子瞻尽诗可乎?后进之 

士惑溺其说，狂趋乱走，动逾矩蠖，以是求诗，诗乌得不日远?① 

据上序，邹氏本人既不满于世人谈诗追从李、何、王、李诸子的风气，也不满于继后转向必以苏诗为是 

的变化迹象。除开这一点，他观察到，自万历之初以来三十年这一段时间，出现在诗坛从 “必李、何、 

王、李而后为诗”转至 “必子瞻而后为诗”的变易动向。另一方面，邹氏自言不敢 “轻訾”苏文，然谓 

苏诗 “全是宋人窠臼”，这也传递出一种苏诗不及苏文的根深蒂固的观念。对此，谭元春则不以为然，他 

在 《东坡诗选序》中指出，“人之言日：‘东坡诗不如文。文通而诗窒，文空而诗积，文净而诗芜，文千 

变不穷，而诗固一法，足以泥人。’夫如是，是其诗岂特不如其文而已也?虽然，有东坡之文，亦可以不 

为诗，然有东坡之文而不得不见于诗者，势也。诗或以文为委，文或以诗为委，问其原何如耳。东坡之 

诗，则其文之委也”。并且认为：“唯东坡知诗文之所以异，唯东坡知其异而异之，而几于累其同。则文 

中所不用者，诗有时乎或用，文中所有余于味者，或有时不足于诗。亦似东坡之欲其如是，而后之人不 

必深求者也。”② 这是说，比较苏轼诗与文，二者虽不相同，然各有特点，所以如此，乃苏氏 “知诗文 

之所以异”而 “异之”，并非因为自身诗力不足。这既是在陈述苏诗值得编选的理由，也是在驳正苏 

轼 “诗不如文”的成见。当然，相比起来，陶望龄说苏诗 “贯穴万卷，妙有垆冶，用之盈牍，而韵致 

愈饶”③，又谓 自己 “初读苏诗，以为少陵之后一人而已；再读，更谓过之”④，袁宏道甚至以为 “苏 

公诗无一字不佳者”⑤，其即使不能说全然言过其实，也难免偏颇之嫌，似乎非如此不足以形容苏诗 

“有天地来，一人而已”⑥ 的奇特，这又不可不谓是在 “崇尚苏学”心理驱使下走向的一个极端。 

二 宏博、奇诡、率意：对苏轼诗文多面的审美观照 

苏轼诗文在晚明时期的流行，尤其是因为 “议论”、“用事”或受前人訾议的苏诗也间获推崇，无 

疑成为此际文坛令人瞩目的一道景观。由此引出的问题是，苏轼诗文何以在这一时期赢得文士圈如此 

的青睐，它们究竟在怎样的层面上应合了晚明士人的精神需求和文学趣尚?就苏文而言，有研究者指 

出，有明一代苏文选本的推出，包括晚明时期各种选本的涌现，与具有功利目的的举业取向关系密切， 

意在便于士人习得八股制艺文字的写作，为其提供进身之阶⑦。所谓 “多采择以裨公车言”⑧ 的苏文 

与举业的密切关系固然存在，考察有明一代苏文选辑层出的现象，的确无法忽略这一客观情状。不过， 

苏轼在晚明时期备受推崇，他的诗文作品不断引发士人阅读、诠释的兴趣并得以大量刊行，这一特殊 

① 邹迪光 《调象庵稿》卷二七 《王懋中先生诗集序》，明万历刻本，第29a__3Ob页。 

② 谭元春著、陈杏珍标校 《谭元春集》卷二二 《东坡诗选序》，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年版，下册，第5 6—597 

③ 陶望龄 《歇庵集》卷四 《及幼草序》，明万历刻本，第30a页。 

④ 《歇庵集》卷一一 《与袁六休》，第39a页。 

⑤ 《袁宏道集笺校》卷二一 《答梅客生开府》，中册，第734页。 

⑥ 《袁宏道集笺校》卷二一 《与李龙湖》，中册，第 750页。 

⑦ 《晚明小品与明季文人生活》，第5—7页。 

⑧ 《陈眉公先生全集》卷二 《三苏全集叙》，第20a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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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的发生，则绝不是苏文与举业之间构成的功利关系在起主导性的作用。 

首先可以注意到一个基本事实，乃不少晚明之士出于慕尚苏轼的心理，或相比拟，或相引重，多 

从其品格文章中去发掘与体验彼此精神上的共通。如 “公安三袁”的袁宗道，生平 “酷爱白、苏二 

公，而嗜长公尤甚”，以至 “每下直，辄焚香静坐，命小奴伸纸，书二公闲适诗，或小文，或诗余一 

二幅，倦则手一编而卧，皆山林会心语，近懒近放者也”①。不啻如此， “而所居之室，必以 ‘白苏 ’ 

名”，“室虽易，而其名不改，其尚友乐天、子瞻之意，固有不能一刻忘者”②。又如袁中道，曾为撰次 

苏轼先后事，谈及个中意图，以为 “子瞻本传所载者，皆其立朝大节。然观人者，其神情正在颦笑无 

心之际”，于是 “取其散见者，都为一本。使其老少行踪，一览便尽云耳。片甲一毛，或犹见于他书 

者，今未必尽收”，重于记述苏氏生平 “潇洒之趣”③。他在 《龙湖遗墨小序》中则将李贽比作 “今之 

子瞻”，谓贽 “才与趣不及子瞻，而识力胆力，不啻过之。其性无忮害处，大约与子瞻等”④。其中对 

苏氏许重之意，也可见一斑。与 “公安三袁”相友善的雷思霈，曾序袁宏道 《潇碧堂集》，序中认为 

“石公胸中无尘土气，慷慨大略，以玩世涉世，以出世经世，娉节高标，超然物外。而泾渭分明，当机 

沉定，有香山、眉山之风”⑤。曾可前序袁宏道 《瓶花斋集》，指出 “眉山长公，嘻笑怒骂，无非文章。 

石公妙得此解，随所耳目，俱可书诵”⑥，则皆将袁氏为人之性行及为文之风格，更多地与苏轼联系起 

来。再如李贽，称 “苏长公何如人，故其文章 自然惊天动地”，自己 “时一披阅，心事宛然，如对长 

公披襟面语”⑦，或日 “心实爱此公，是以开卷便如与之面叙也”⑧，更像是视苏轼为可以交心的前代 

知己；其 《书苏文忠公外纪后》又谓 “余老且拙，自度无以表见于世，势必有长公者然后可托以不 

朽”，于是将友人焦 视为 “今之长公”，声言 “天下士愿借弱侯以为重久矣”⑨，可说是借苏轼之品 

望来标表其友。凡此表明，在不少晚明之士的心目中，苏轼的品格文章俨然成为特立世间、延亘绵远 

的某种精神象征。他们从自我或他者身上，勉力去感知这位历史人物不同寻常的召唤力，体悟彼此心 

神相应的精神交汇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苏轼给晚明士人带来的，更多是切合他们心灵深处一种独 
一 无二的精神资源。而这一点，也特别表现在他们对苏轼诗文不同层面的体味和解读上。 

激发晚明文士圈对于苏轼诗文浓烈兴趣的，首先是在他们看来从苏氏之作流溢出来的宏博和奇诡 

的抒写风格。还是引王世贞晚年在序 《苏长公外纪》时所云： 

今天下以四姓目文章大家，独苏公之作最为便爽。⋯⋯苏公才甚高，蓄甚博，而出之甚达，而 

又甚易；凡三氏之奇尽于集，而苏公之奇不尽于集。故夫天下而有能尽苏公奇者，亿且不得一也。⑩ 

王世贞特别标示苏轼才识高超而凸显在苏文之中诸如 “博”与 “奇”的特点，自然表明其本人欣赏 

苏文的重要理由，同时也似乎在指示一种时代的阅读趣味。这种阅读趣味的滋生，不能不说和晚明 

时期相对开放、多元的文化氛围联系在一起。在根本上，它指向晚明士人在特定文化氛围之下趋向 

活跃、自在、丰富的精神世界，以及作为其重要表征而呈示在知识接受上更趋开博、益求奇颖的新 

特点。在这方面，苏氏诗文正可谓切合这种时代的阅读趣味、知识接受要求及满足其中的精神诉求。 

① 《袁宏道集笺校》卷三五 《识伯修遗墨后》，中册，第 1111页。 

② 《珂雪斋集》卷一二 《白苏斋记》，中册，第533页。 

③ 《珂雪斋集》卷二一 《次苏子瞻先后事》，中册，第9l8—919页。 

④ 《珂雪斋集》卷一0 《龙湖遗墨小序》，上册，第 474页。 

⑤ 《袁宏道集笺校》附录三雷思霈 《潇碧堂集序》，下册，第1696页。 

⑥ 《袁宏道集笺校》附录三曾可前 《瓶花斋集序》，下册，第1694页。 

⑦ 李贽 《焚书》卷二 《复焦弱侯》，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8页。 

⑧ 李贽 《续焚书》卷一 《与焦弱侯》，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4页。 

⑨ 《续焚书》卷二 《书苏文忠公外纪后》，第67页。 

⑩ 《弁州山人续稿》卷四二 《苏长公外纪序》，第 13a—l3b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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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如焦 《刻苏长公集序》也指出，苏文 “神奇出之浅易，纤穰寓于澹泊，读者人人以为己之 

所欲言而人人之所不能言也。才美学识，方为吾用之不暇，微独不为病而已。盖其心游乎六通四辟 

之途，标的不立，而物无留镞焉。迨感有众至，文动形生 ，役使万景而靡所穷尽，非形生有异，使 

形者异也”①。其无非认为，苏文既有他人 “所不能言”之奇拔，又有游心通途、 “役使万景”之博 

敏。而焦氏 《东坡二妙题词》针对苏轼文风的一番评述，同样透露着相关的信息，如他以为 “坡公之 

妙”不尽在 “论策序记之文”，“其流为骈语、佛偈、稗杂、谐谑，莫不矢口霏玉，动墨散珠”，“盖公 

天才飙发，学海渊泓，而机锋游戏，得之禅悦，凡不可摹之状与甚难显之情，一人坡手，无不跃如”， 

于是 “模山范水，随物肖形，据案占辞，百封各意”， “嬉笑怒骂，无非文章，巷语街谈，尽成风雅 

矣”②。这不仅是说，苏轼才力不凡，学识渊深，善于描摹成文，也是说，苏文因此显得博洽而新奇， 

触处皆是，出手非凡，不拘于为文之常格。与此相关，赵用贤 《刻东坡先生志林小叙》品评苏氏 “皆 

纪元韦占、绍圣二十年中所身历事”之笔记文 《志林》，则认为 “其间或名宦勋业，或治朝政教，或地 

理方域，或梦幻幽怪，或神仙伎术，片语单词，谐谑纵浪，无不毕具，而其生平迁谪流离之苦，颠危 

困厄之状，亦既略备”③。以上评语显然还主要是就 《志林》一书记述博杂、奇致纷出、情状毕具的特 

点来讲的。 

其实不仅是苏文，此际一些文士涉及苏诗的论评，也特别注意显现其中的出奇善变的抒写风格。 

如声称 “苏公诗无一字不佳者”的袁宏道，曾将苏诗和李白、杜甫诗作比较，在 《与李龙湖》中提出 

“苏公诗高古不如老杜，而超脱变怪过之，有天地来，一人而已”④；在 《答梅客生开府》中又对比李、 

杜诗歌，以为 “苏公之诗，出世人世，粗言细语，总归玄奥，恍惚变怪 ，无非情实”⑤。有关苏诗与 

李、杜诗的联系，苏辙就曾以为，苏诗 “本似李、杜”⑥，而于杜诗尤多习之。苏氏本人称 “诗至于杜 

子美 ，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⑦，可见其于杜 

诗之倾心。王世贞晚年所撰的 《书苏诗后》，谈及苏诗和杜诗的问题，指出苏氏 “见夫盛唐之诗格极 

高、调极美而不能，多有不足以酬物而尽变，故独于少陵氏而有合焉”。虽然王世贞也肯定苏诗于杜诗 

“当其所合作，亦自有斐然而不可掩”，但由于重以杜甫乃至 “盛唐之诗”格调相铨衡 ，因此他同时又 

直言，“所以弗获如少陵者，才有余而不能制其横，气有余而不能汰其浊；角韵则险而不求妥，斗事则 

逞而不避粗 ，所谓武库中器，利钝森然”⑧。这是说，苏诗虽习学杜诗而终究突破杜甫的诗格，流于逞 

才使气、粗豪诡异之弊，故不及杜诗。比较起来，袁宏道则认为苏诗对于杜甫乃至李白诗歌的变异， 

正是其突出之处。显然，对比杜诗之 “高古”，他更欣赏苏诗之 “超脱变怪”。在其看来，苏诗这一善 

于奇变的风格特征，既超越了 “唯一于虚，故目前每有遗景”⑨ 的李白，又胜过 “唯一于实，故其诗 

能人而不能天，能大能化而不能神”的杜甫，甚至也因此立于自古以来独一无二的境地。 

从另一方面来看，晚明士人接受苏轼诗文兴趣的激发，又多得之于苏氏文章中率意而出、灵动自 

如的抒写风格。毫无疑问，苏轼生平自评其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 

① 焦骇 《焦氏澹园集》卷一四 《刻苏长公集序》，《续修四库全书》第 1364册，第 135页。 

② 苏轼 《苏长公二妙集》卷首焦 《东坡二妙题词》，明天启刻本，第 1br__4b页。 

③ 赵用贤 《松石斋集》卷八 《刻东坡先生志林小叙》，《四库禁毁书丛刊》，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集部第41 

册 ，第 104页。 

④ 《袁宏道集笺校》卷二一 《与李龙湖》，中册，第750页。 

⑤ 《袁宏道集笺校》卷二一 《答梅客生开府》，中册，第734页。 

⑥ 《栾城后集》卷二二 《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112册，第767页。 

⑦ 《苏轼文集》卷七o 《题吴道子画后》，第5册，第2210页。 

⑧ 《读书后》卷四 《书苏诗后》，第48页。 

⑨ 《袁宏道集笺校》卷二一 《答梅客生开府》，中册，第7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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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 

止。”① 其既指涉关于文章抒写的一种理想的审美要求，也即近于评谢举廉之文所云，“大略如行云流水， 

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 自然，姿态横生”②；同时，又是对一己之文臻于 

这一理想之境所作的自我评价。无论如何，一种率意为之、行止自由、脱却定式的文章表现之道，显然 

是苏轼本人孜孜以求的。晚明文士圈对于苏文的表彰，多关涉于此。黄汝亨 《苏长公文选集注序》云： 

佛印师有言，子瞻胸中有万卷书，下笔无一点尘气。夫惟以万卷之贮，而行无一点尘气之笔， 

故无者可有，有者可无，多者能少，少者能多；随性效灵，驱役千古，如淮阴之将兵，邓林之伐 

材，恣其所取，而从横左右，无所不宜。故按于事而后知使事之妙，解于书而后知用书之妙。览 

天地知圜方，历山川知纡曲。学者诵习子瞻，而不知其学问所贮，神智所繇，益与搏虚蹑影何异? 

岂惟不解实事，并其所谓虚动之妙，亦未解也。⑧ 

据黄氏所见，苏文多有其 “妙”，甚至因是成 “秦、汉以来作者第一”，且为 “异代同宝”，离不开其 

本人 “学问”的积贮与 “神智”的驱使，故能 “随性效灵，驱役千古”，无所拘牵，一任己意出之， 

纵横自如。看得出来，序者企图解释苏文之能恣意为之所拥有的知识底蕴和个人才智，与此同时，也 

表达他对苏文这样一种超卓抒写风格的倾赏之心。再看袁宏道 《识雪照澄卷末》所云： 

坡公作文如舞女走竿，如市儿弄丸，横心所出，腕无不受者。公尝评道子画，谓如以灯取影， 

横见侧出，逆来顺往，各相乘除。余谓公文亦然。其至者如晴空乌迹，如水面风痕，有天地来， 
一 人而已。而其说禅说道理处，往往以作意失之，所谓吴兴小儿，语语便态出，他文无是也。④ 

袁氏在褒扬苏文之际，也一语道破其间或 “说禅说道理”的 “作意”之失，而这一点在他看来，实系苏 

文未能脱尽宋人习气所致，如他在 《德山麈谭》中又云：“东坡诸作，圆活精妙，千古无匹。惟说道理， 

评人物，脱不得宋人气味。”⑤ 但认为除此，苏文尚不缺乏 “横心所出”之作。至于苏文何为 “作意”， 

何为 “横心”，袁宏道乃分别举苏轼前后 《赤壁赋》为例加以说明，他以为：“前赋为禅法道理所障，如 

老学究着深衣，通体是板。后赋直平叙去，有无量光景，只似人家小集，偶尔订恒，欢笑自发，比特地 

排当者其乐十倍。至末一段，即子瞻亦不知其所以妙，语言道绝，默契而已。”⑥ 于二赋的取舍之意，显 

而易见。由袁宏道对苏文得失的指点不难见出，引发他对苏文另眼相看的，无外乎是凸显其中率意所成、 

无由造作、挥洒自如的抒写笔调，其犹如 “晴空鸟迹”和 “水面风痕”，自然而作，灵动而出，这显然相 

对合乎袁宏道所强调的 “信心而出，信口而谈”的抒写原则。可以想见，对于力主这一抒写原则的他来 

说，自然更愿意去体味苏文 “横心所出”的独特意趣，更容易去演绎与之有着某种审美共识的表现风格。 

就此而言，袁中道在 《答蔡观察元履》中为人熟知的一段陈述，可与袁宏道上述之言互相参照，其日： 

“近阅陶周望祭酒集，选者以文家三尺绳之，皆其庄严整栗之撰，而尽去其有风韵者。不知率尔无意之 

作，更是神情所寄，往往可传者托不必传者以传 ，以不必传者易于取姿，炙人口而快人目。”“今东坡之 

可爱者，多其小文小说；其高文大册，人固不深爱也。使尽去之，而独存其高文大册，岂复有坡公 

哉!”⑦ 联系前后文意，其之所以将苏文区分为 “小文小说”和 “高文大册”而属意前者，主要还不是因 

为二者比较起来 “小文小说”体制相对短小的缘故，而在于这些 “小文小说”多为作者 “率尔无意”所 

出，往往有 “神情”寄寓其中，不同于刻意为之的 “庄严整栗”之作，因而令人爱之。由是，袁中道对 

① 《苏轼文集》卷六六 《自评文》，第5册，第2069页。 

② 《苏轼文集》卷四九 《与谢民师推官书》，第4册，第1418页。 

③ 《寓林集》卷二 《苏长公文选集注序》，《续修四库全书》第 1368册，第632—633页。 

④ 《袁宏道集笺校》卷四一 《识雪照澄卷末》，下册，第 1219页。 

⑤ 《袁宏道集笺校》卷四四 《德山麈谭》，下册，第 1290页。 

⑥ 《袁宏道集笺校》卷四一 《识雪照澄卷末》，下册，第 1220页。 

⑦ 《珂雪斋集》卷二四 《答蔡观察元履》，下册，第 10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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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苏氏 “率尔无意”的 “小文小说”的表彰，实近乎袁宏道重苏文 “横心”而非 “作意”所出之意。 

可以说，无论是倾心苏轼诗文宏博和奇诡的风致，还是以 “随性效灵”或 “横心所出”来看待苏 

文中率意而出、灵动自如的情韵，从根性上究之，乃和晚明时期趋于相对开放、多元的文化氛围相联 

结，实从不同层面折射出这一时期在士人中间逐渐扩张开来的注重自我或个性表现的价值取向。在明 

代历史上，晚明社会以其思想文化的剧烈异动和裂变而为人所瞩 目，这种异动和裂变在士人精神归向 

上具体之显著表现，即是极力标立适于自我的特立独行，专注一己之性情的表达。如李贽自言 “其心 

狂痴 ，其行率易”①，袁宏道秉持以 “率心而行”②、 “任性而发”③ 为尚的主观立场，自是典型之例。 

正是在这种重自我或个性表现的时代精神诉求主导下，苏轼诗文的审美价值为一些晚明之士重新发掘 

并不同程度加以放大，苏氏凸显在其诗文中的一己之学识、才智、性情，以及由此呈现出的宏博奇诡 

与率意 自然的抒写风格，更与他们的主观需求相契合，也因此被目之为 “横 口所发，皆为文章；肆笔 

而书，无非道妙”④ 这样一种更能表现 自我心智与性情的文学书写范式。 

三 超旷闲适之致的抉发与苏轼诗文的另面品读 

如前所述，晚明士人对待苏轼这位重要的历史人物，更多将其视作切合他们心灵的一种独特的精 

神资源。围绕苏轼诗文所展开的不同层面的体味和解读，也成为他们分享这份精神资源的具体表征。 

只是应该看到，基于不同的精神诉求及其相关的文学趣味，晚明士人对于苏轼诗文的接受，事实上也 

呈示出较为复杂的取向。 

茅坤之子茅维，曾在作于万历三十四年 (1606)的 《宋苏文忠公全集叙》 中评苏轼之文云：“若 

无意而意合，若无法而法随，其亢不迫，其隐无讳，澹而腴，浅而蓄，奇不诡于正，激不乖于和，虚 

者有实功，泛者有专诣，殆无位而摅隆中之抱，无史而毕龙门之长，至乃羁愁濒死之际，而居然乐香 

山之适，享黔娄之康，偕柴桑之隐也者，岂文士能乎哉!”⑤ 他在总述苏文为一般文士所不及的特点 

时，不忘说明苏轼虽曾处于 “羁愁濒死”的境地，却在文中表现了 “乐香山之适，享黔娄之康，偕柴 

桑之隐”的超旷与闲适，这似被认为是苏轼为人和为文中应该大书特书的一笔，也更是人所不及的卓 

异之处。的确，苏轼一生经历坎坷，几度起落，宋神宗元丰二年 (1079)发生的文学史上闻名的 “乌 

台诗案”，成为他人生之旅的一个重大转捩点，相继贬居黄州、惠州、儋州的遭遇，使他陷入常人难以 

承受的困厄之境。但与其起落分明、屡遭贬黜的经历相比，人们更多注意到的，则是苏轼面对荣辱穷 

达而表现出的独异的人生态度。特别是其身陷困境，然日 “绝境天为破”、 “澹然无忧乐”⑥，又日 

“平生学道真实意，岂与穷达俱存亡”⑦，可谓身人绝境而心超出之，持守主观勉力化解人生苦难之立 

场。故被看作 “超越或扬弃个人的悲哀”⑧，也被看作在根本上，缘自于对儒家人世进取和达兼穷独、 

用行舍藏，以及佛家出世和道家遁世基本精神的融会贯通⑨。固然，苏轼秉持的这一立场，蕴含对于 

① 《焚书》卷三 《自赞》，第 130页。 

② 《袁宏道集笺校》卷一o 《叙陈正甫会心集》，上册，第463页。 

③ 《袁宏道集笺校》卷四 《叙小修诗》，上册，第188页。 

④ 《焦氏澹园集》卷一四 《刻苏长公集序》，《续修四库全书》第 1364册，第135页。 

⑤ 《苏轼文集》附录茅维 《宋苏文忠公全集叙》，第6册，第2390--2391页。 

⑥ 苏轼著、孔凡礼点校 《苏轼诗集》卷二o 《迁居临皋亭》，中华书局 1982年版，第4册，第1054页。 

⑦ 《苏轼诗集》卷四一 《吾谪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了不相知，至梧乃闻其尚在藤也，旦夕当追及，作此 

诗示之》，第7册，第2245页。 

⑧ 吉川幸次郎著、郑清茂译 《宋诗概说》，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7年版，第 164 页。 

⑨ 详参王水照 《苏轼的人生思考和文化性格》，《文学遗产》198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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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意义的自我判断，也体现了一种生存的智慧或策略，但显然，它同时又着眼于个人与现实世界之 

间矛盾的调和或消解，以超旷与闲适的姿态摆脱一切苦难的侵扰，以化解的睿思淡却抗争的意识。这 

也是苏轼诗文在历代流演而受到传统文士不断诠释的重要原因之一。 

总观晚明士人对于苏轼诗文的接受取向，苏氏面向人生荣辱穷达而表现出的这种超然之心、顺适 

之态，也成为他们品论的一个重要主题。如张大复 《苏长公编年集小序》日： 

自有宇宙而有三教圣人之书，学者各守其说，莫肯相下，然其究多有阳挤而阴用之者，于是 

乎五脏六腑之情争扰于门户，役役焉至老死而不得休息，曰吾师故常云尔。而眉山公独能以圆神 

方致之用，游戏翰墨，谈笑之间，玉堂瘴海，无不等观，生老病死，视如聚沫，盖古今一人而 

已矣。① 

钱谦益为张氏所撰墓志，称 “君之为古文，曲折倾写，有得于苏长公，而取法于同县归熙甫”，又忆 

其曾谓 “庄生、苏长公而后，书之可读可传者，罗贯中 《水浒传》、汤若士 《牡丹亭》也”②。张氏在 

上序中也说自己于苏轼 “自幼好读其书，多所纂集，废视以来犹能忆其什九”，又为次编年集，其慕 

苏之意可见一端。而据序言，苏轼以文谐戏，尤其是超然面对穷达甚至生死的态度，显然最为张氏所 

倾重，被许为 “古今一人”。其著可与三教之书并存，这也是其编次苏集的缘起。故用他的话来说， 

主要的意图在于 “与三教圣人之书并存不朽，俾后之知书者有以适其性命之情”⑧。 

由张大复慕尚苏轼诗文的心向和编次苏集的旨意推求开去，则还可以特别注意这一时期编纂的 

《东坡禅喜集》和 《东坡养生集》两部苏氏选本。 

《东坡禅喜集》为华亭徐益孙所辑，“取苏轼谈禅之文，汇集成编”，同邑唐文献序而刻之，继后 

凌潆初 “以其未备，更为增订”④。又据凌潆初天启元年 (1621)所作跋文，万历三十一年 (1603) 

冯梦桢有吴阊之游，招凌潆初同往，联舟以行，凌以是编相示，冯遂为 “点阅”⑤。唐文献在 《跋东坡 

禅喜集后》中述及苏轼和佛学的关联时表示： 

子瞻平生熟于苟、孟、孙、吴，晚遇贬谪，落落穷乡，遂以内典为摈愁捐痛之物，浸淫久之， 

斐然有得。唐有香山，宋有子瞻，其风流往往相类，而其借禅以为文章，二公亦差去不远。香山 

云外以儒行修其身，内以释教汰其心，旁以琴酒、山水、诗歌乐其志，则分明一眉山之老人而已。 

子瞻于生死二字虽不能与维摩、庞蕴争一线，然其谭笑轻安，坦然而化，如其为文章，则铺禅之 

糟，而因茹其华者多也。⑥ 

苏轼生平于佛学显有浸染 ，苏辙所撰墓志记云，“既而谪居于黄，杜门深居，驰骋翰墨”，“后读释氏 

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辨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⑦。苏轼 《黄州安国寺记》也自述元丰三年 

(1080)谪至黄州后，“闭门却扫，收召魂魄，退伏思念，求所以自新之方”，思想 “归诚佛僧，求一 

洗之”。于是得城南安国寺，“间一二日辄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垢 

所从生而不可得。一念清净，染污自落，表里俯然，无所附丽”⑧。尤自贬谪黄州之后，苏轼对佛学的 

兴趣逐渐浓厚，后谪居惠州、儋州，习染佛学愈益趋深⑨。如其作于贬谪惠州后的 《虔州崇庆禅院新 

经藏记》，即慨叹年老而欲得 “数年之暇，托于佛僧之宇，尽发其书，以无所思心会如来意，庶几于 

①③ 张大复 《梅花草堂集》卷一 《苏长公编年集小序》，《续修四库全书》第1380册，第313页。 

② 钱谦益著、钱仲联标校 《牧斋初学集》卷五四 《张元长墓志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中册，第1359页。 

④ 永珞等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四 《东坡禅喜集》提要，中华书局 1965年版，下册，第 1537页。 

⑤ 苏轼 《东坡禅喜集》卷末凌潆初跋，明天启刻本，第4a一一_4b页。 

⑥ 《东坡禅喜集》卷末唐文献 《跋东坡禅喜集后》，第 1b—2a页。 

⑦ 《栾城后集》卷二二 《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12册，第767页。 

⑧ 《苏轼文集》卷一二 《黄州安国寺记》，第2册，第391—392页。 

⑨ 王水照 《苏轼创作的发展阶段》，《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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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所得故而得者”，“而州之僧舍无所谓经藏者，独榜其所居室日思无邪斋，而铭之致其志焉”①。《思 

无邪斋铭》叙日：“东坡居士问法于子由，子由报以佛语，日：‘本觉必明，无明明觉。’居士欣然有 

得于孔子之言日：‘《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于是幅巾危坐，终日不言，明目直视， 

而无所见，摄心正念，而无所觉。”②数度贬黜而导致的人生逆折，显然是苏轼染佛渐深不可忽视的原 

因，在广阔的佛海之中寻求人生苦难的超脱、自我心灵的安顿，应是他委心于此的基本原因。上引唐 

氏跋文，认为苏轼 自遭遇贬谪以来浸濡佛学，意在 “摈愁捐痛”，乃昭彰了苏氏转向习佛的主要因由。 

而更值得注意的是 ，其以 “谭笑轻安，坦然而化”来形容苏氏超脱安闲的人生姿态，不仅是对他习佛 

所臻之境的高度评鉴，而且实际上也是对 《东坡禅喜集》编辑及刊行意义的某种阐释。 

与上书可以并置相论的则是 《东坡养生集》，编者王如锡于苏集 “广搜众刻，自诗文巨牍至简尺 

填词，以及小言别集，凡有关于养生者悉采焉”③，全书共分为饮食、方药、居止、游览、服御、翰 

墨、达观、妙理、调摄、利济、述古、志异十--I'-J类。苏轼生平习佛之外，也濡染道家身心摄养之术， 

其 《问养生》日，“余问养生于吴子，得二言焉，日和，日安”，“安则物之感我者轻，和则我之应物 

者顺。外轻内顺，而生理备矣”④。其 《养生诀》又言：“近年颇留意养生。读书、延问方士多矣，其 

法百数，择其简易可行者，间或为之，辄有奇验。今此闲放益究其妙，乃知神仙长生非虚语尔。”⑤ 从 

苏氏对养生之道的留意，实可见出超离尘俗、安养自全的一份旷适与淡漠，这又多和他数罹蹇厄的特 

殊经历不无关联，可说是 “大抵患难中有托而逃”⑥。晚明盛宾为 《东坡养生集》所作序文，也谓 

“流离迁徙多方厄公 (指苏轼)者，正公所以厚自养炼、借为证道之资者也”⑦，即将苏轼贬谪流迁的 

经历和他着意养炼的行为联系起来，明其厚自养生之缘起及参证悟道之资本。有关 《东坡养生集》一 

书的纂辑本旨，编者王如锡在序中述之颇详，引人注意： 

夫东坡之集，无所不有，读者亦无所不取焉，而余独概之以养生，不几诞与?夫拟之于纵横 

诸家，从其文章而为言者也；约之以养生之 旨，从其性情而为言者也。是故肆出而为趣，旁溢而 

为韵；凝特而为胆识，挺持而为节义。侬傥踔绝，一无所回疚，莫不咨嗟叹赏，谓为不可及。而 

不知其所以不可及，要有俺然自得，超然境遇之中，飘然埃墟之外者，乃能历生死患难而不惊， 

杂谐谑嬉游而不乱。故尝捧其篇章而想其丰仪，揽其遗迹而标其兴寄，思其话言而窥其洞览流略 

之指、悬解默喻之神。至今坡老风流依然未散，而高颧深髯、戴笠蹑屐、把盏挥毫、嘻笑怒骂之 

态，犹栩栩焉，奕奕焉，往来于江山湖海之上。此中不有长生久驻者存耶?⋯⋯则凡世所见穷通、 

得丧、妍媸、纤巨，东坡既已冥而一之矣，是养生之旨也。⑧ 

王序以为，苏轼于养生的投注，由其性情而显，故曰 “约之以养生之旨，从其性情而为言者也”，因 

为善 自养炼，遂有一己性情 “俪然 自得”的调养之获，也鉴于此，人世间一切穷达得失、美丑巨细， 

被泯却了彼此间的客观区别，无不可等而视之。如此，正所谓是 “超然境遇之中，飘然埃墟之外”， 

纵使面向生死厄难，也能一以超而出之，不为所困。可以说，这番论议既是对苏轼养生所得的评述， 

也是对编辑此集以品赏和传扬苏氏诗文 “养生之旨”之意愿的概括。在这方面，又可注意王季重针对 

苏轼 “刻刻作生计”养生之道所作的解释，他在 《东坡养生集序》 中谓苏氏：“无论其参悟济度，功 

① 《苏轼文集》卷一二 《虔州崇庆禅院新经藏记》，第 2册 ，第 390页。 

② 《苏轼文集》卷一九 《思无邪斋铭》，第2册，第574—575页。 

③ 《东坡养生集》卷首王如锡 《东坡养生集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齐鲁书社 1997年版，集部第13册，第92页。 

④ 《苏轼文集》卷六四 《问养生》，第5册，第1982--1983页。 

⑤ 《苏轼文集》卷七三 《养生诀》，第6册，第2335页。 

⑥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四 《东坡养生集》提要，下册，第1537页。 

⑦ 《东坡养生集》卷首盛宾 《东坡养生集序》，第88页。 

⑧ 《东坡养生集》卷首王如锡 《东坡养生集序》，第90—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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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三才，解脱明通，道包万有，即最纤之事，饮有饮法，食有食法，睡有睡法，行游消遣有行游消遣 

之法，土宜调适，不燥不濡，火候守中，亦文亦武，尊其生而养之者，老髯亦无所不用其极矣。是故 

有嬉笑而无怒骂，有感慨而无哀伤，有疏旷而无逼窄，有把柄而无震荡，有顺受而无逆施，烧猪熟烂， 

剔齿亦佳，柱杖随投，曳脚俱妙 ，所谓无入而不自得者也。此之谓能养生。”① 在王季重看来，对于养 

生苏轼不仅无所不及，即使连 日常行止起居 “最纤之事”，一本于养生之法，并且善于摄养，“无入而 

不自得”。唯其养炼之中无不自得，故能不以哀怒为怀，处之以疏旷，受之以顺应。要而言之，这还是 

由苏轼诗文表露出来的超然自适的心境，追究其和苏氏本人重于养生的内在联系。 

应该说，对苏轼诗文中这样一种超旷与闲适之致的关注，反映了晚明文士圈中另一面的阅读趣味， 

以及与之相关联的另一面的精神归向。此际士人精神世界发生剧烈震荡，重视 自我或个性表现这种激 

进的价值取向趋于扩张，此已是学人在晚明思想文化研究领域多所注意到的历史事实，无需赘言。然 

而，这一切并不代表传统的根性在士人文化性格中全然消去，特别在面向个人与社会、理想与现实关 

系的问题上。如果说，秉持重 自我或个性表现之激进价值取向，难免突出二者之间的矛盾，那么，超 

离尘俗，逍遥容与，出入佛道，意在调和、消解二者之间的矛盾，也成为一些晚明士人所倾向的生存 

决策，其多少表明他们文化性格的两面性。试以在晚明士人中颇具典型意义的袁宏道为例，宏道早年 

受禅宗影响颇深，其自言 “弱冠即留意禅宗”②，后致友人张献翼书札也言：“仆自知诗文一字不通， 

唯禅宗一事，不敢多让。”③ 万历二十五年 (1597)，其在 《冯秀才其盛》书札中又表示： “割尘网， 

升仙毂，出宦牢，生佛家，此是尘沙第一佳趣。”④ 说明他早年已濡染佛学尤其是禅宗，以后又萌生超 

世离俗、修性戒行的心念。万历二十七年 (1599)，袁宏道 “述古德要语，附以己见”，勒成 《西方合 

论》一书，此被袁宗道看成是 “箴诸狂禅而作也”⑤，其自谓：“余十年学道，堕此狂病，后因触机， 

薄有省发。遂简尘劳，归心净土，礼诵之暇，取龙树、天台、智者、永明等论，细心披读，忽尔疑 

豁。”⑥ 因而这一年也被认作是袁氏佛学态度发生显著变化的分界线，即由早先重于禅宗悟觉，归向重 

于修持的净土。这也如袁中道为宏道所撰行状所述，以为自此年起，“先生之学复稍稍变，觉龙湖等所 

见，尚欠稳实。以为悟修犹两毂也，向者所见，偏重悟理，而尽废修持，遗弃伦物，俪背绳墨，纵放习 

气，亦是膏肓之病”，“遂一矫而主修，自律甚严，自检甚密，以澹守之，以静凝之”⑦。虽然这主要就其 

佛学取向而言，然而从中也可看出袁宏道人生态度的明显转向，即由早年率性之 “狂”，趋主超俗之 

“澹”之 “静”，其严于律戒、顺适淡冷的退守意识，由是分明可见。这一点也多少从他的文学意趣中透 

露出来，最能说明问题的，还属其 《叙呙氏家绳集》所言：“苏子瞻酷嗜陶令诗，贵其淡而适也。凡物酿 

之得甘，灸之得苦，唯淡也不可造；不可造，是文之真性灵也。浓者不复薄，甘者不复辛，唯淡也无不 

可造；无不可造，是文之真变态也。风值水而漪生，日薄山而岚出，虽有顾、吴，不能设色也，淡之至 

也。元亮以之。东野、长江欲以人力取淡，刻露之极，遂成寒瘦。香山之率也，玉局之放也，而一累于 

理，一累于学，故皆望岫焉而却，其才非不至也，非淡之本色也。”⑧ 是处所谓文之 “淡”，实具两重涵 

义，一是指自然之意，故谓其不可造作，与 “人力”所为、“刻露”所示相对；一是指闲淡之意，故以陶诗 

比拟，又与 “率”、“放”之作相区分。如果说，前者尚显出其与袁宏道原先 “信心而出，信口而谈”这一 

① 王思任 《谑庵文饭小品》卷五 《东坡养生集序》，《续修四库全书》第 1368册，第240页。 

② 《袁宏道集笺校》卷五 《曹鲁川》，上册，第253页。 

③ 《袁宏道集笺校》卷一一 《张幼于》，上册，第503页。 

④ 《袁宏道集笺校》卷一一 《冯秀才其盛》，上册，第480页。 

⑤ 袁宗道著、钱伯城标点 《白苏斋类集》卷二二 《杂说》，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年版，第3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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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诗文与晚明士人的精神归向及文学旨趣 

重 “性灵”发抒之论的联系，那么，后者则当是 “以澹守之，以静凝之”意识主导下以闲适淡泊为尚文学 

意趣的流露。值得指出的是，叙言以苏轼偏嗜陶诗相标，也无非示意作者和苏氏诗趣之合调。 

总之，苏轼诗文表现出的超然之心和顺适之态，在指向一种生存的智慧或策略的同时，也提示了 

作者面向人生困境而以调适乃至消释现实矛盾为指归的一种淡退心向。晚明文士圈在接受苏轼诗文之 

际，对于其中的超旷与闲适之致的品论和推重，反映出其文学趣味的另一极。在深层次上，苏轼诗文 

中的这种超豁而非执固、淡宕而非激亢的人格特征及独特意致，正应合了一些晚明之士基于其文化根 

性的一种勉力协调个人与社会、理想与现实关系的生存取向，一种有异于重自我或个性表现之激进姿 

态的退守意识。其称道苏轼其人其作所谓 “玉堂瘴海，无不等观，生老病死，视如聚沫”也好，所谓 

“俪然 自得”，以至 “超然境遇之中，飘然埃墟之外”也罢，无不指示了这一特点。至于袁宏道拈出苏 

氏于陶诗 “贵其淡而适”的偏嗜以及对于 “淡”之本色的诠释，如结合其 “遂简尘劳，归心净土”的 

佛学取向乃至人生态度的转向观之，则更成为可以说明此问题的一个典型案例。 

结 语 

综观苏轼诗文在晚明文坛的流行趋势，其与这一时期宋代诗文受到重新审视的文学境域形成不可分 

割的联系，它反映了同晚明士人趋于相对开放、活跃的知识接受及精神诉求相应合的阅读视界的某种扩 

展。对于此际众多的文人学士而言，苏轼的文章，被他们视为与其心灵世界颇相契合的一份独一无二的 

精神资源，乃极力予以表彰。与此同时，借由人们的广泛阅读与多重诠释，苏轼诗文的文学审美价值得 

以重新型塑，尤其是对于向来多受到訾议的苏诗的认知，也出现明显的转向，是以它们在古典诗文系统 

的典范意义进一步凸显。从具体的接受态势观之，苏轼诗文以其独异的抒写风格，在一定意义上切合了 

晚明士人不同层面的精神诉求以及与之相关联的文学趣味。这主要表现在：一方面，他们推重苏氏之作 

流溢出的诸如宏博、奇诡及率意而出的风调；另一方面，又偏尚呈示其中的超旷与闲适的意致。这种多 

重的接受取向，归根结底，与晚明士人既重自我或个性表现而又未全然脱却传统文化根性的特定的精神 

归向相勾联。这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晚明士人文化性格及其表现在价值取向上的激进与退守相交织的复 

杂性。有鉴于此，对于苏轼诗文的接受，在某种意义上也成为晚明时代精神和阅读趣味的一个缩影。 

[作者简介]郑利华，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教授。出版过专著 《明代中期文学演进与 

城市形态》等。 

(责任编辑 马 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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